
心物问题与气论

丁　　耘

摘　要：作为中国思想最重要的传统之一，气论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现代表

达。其重要原由在于现代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是心物问题，而这一问题的迫切性与

阳明学密切相关。晚明气论通过扬弃阳明学，回应了唯心论，解决了心物问题。刘

宗周和王夫之借鉴唯识学克服阳明心学的思路，从唯心论翻转出气论的道路。气论

的特性在这一翻转中得到了清楚的显示：从工夫论进入心性论，用唯识学重述心性

论，用唯气论转化唯识学。其中需要着重论证的是王夫之将阿赖耶识转为 “太虚即

气”。作为对照，现代中国哲学中梁漱溟、熊十力的学说，以及他们为何虽也提出

各自的新唯识论却未能走向气论的因由，也应得到解释和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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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哲学界对 “中国性”的自觉可谓方兴未艾。讨论不止一种视角，

但无论如何入手，中西哲学的关系是绕不过去的难题。这方面影响最大、堪为表征
的当数 “反向格义”说。此说的范例之一是：气论之难以定位。这个麻烦牵涉全局。

气论非但是中国哲学最重要的一个传统，也是中国思想最鲜明的特征之一，是中华
文明自我理解的关键一环。在中国思想的现代转型中，气论一方面仍然发挥着深远
的影响，另一方面在现代哲学中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表述与位置。重写中国哲学史
必然面临一项艰巨而光荣的任务：重新解释气论、拨正反向格义。

这个任务面临着直接的困难。如果按照精神与物质这一基本分类，会发现 “气”

通向 “质”，但又包含 “神”这一维。另一方面，如果完全拒绝西方哲学的架构，那
么就只能在古学内部解释这一传统，气论就无法作为活的东西进入当前的思考。针
对这一困境，学界已有某种折中性尝试。例如船山学者早有摆脱 “质”，转用另一西
学概念 （“能”）来把握 “气”的洞见。① 但这仍属空谷足音。本文尝试从晚明气
论出发，系统推进这一努力。晚明气论是气论传统的巅峰。它最重要的理论对手
是传统心学的顶峰———阳明学。此间有一个重要而又被学界忽视的问题：晚明气
论是如何从阳明心学中翻转出来的。通过处理心物问题、扬弃唯心论，气论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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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在这一翻转道路中得到了最清楚、深刻的显示。本文采取从心学到气论的论述
线索，以晚明气论为范例，并参照中国现代哲学的相似道路，探索气论解释的新
方向。①

一、阳明心学与晚明气论

“心”与佛家的关系极其密切，以至于程子将 “本天”还是 “本心”当成儒佛的
最大差别。经过心学洗礼的明儒，则力图为儒家本身保留 “心”的一脉，在广义的
心学内部划清儒佛界限。儒家心学与佛学的这种微妙关系，既是儒门的焦虑，又是
理学不断推进的动力。无论儒佛在此问题上有多大差异，它们与 “唯心论”的关系，

都比Ｉｄｅａｌｉｓｍｕｓ更为直接与深刻。“心”不同于 “观念”（Ｉｄｅｅ），但中国哲学中完整
全面的心学系统，包含了对 “观念”的不同处理。相反，Ｉｄｅａｌｉｓｍｕｓ的主流传统其
实并无对 “心”的完整研究 （用唯识术语说，至多触及部分的 “识”及其自证分、

部分 “心所”）。因此，用 “唯心主义”述谓中国哲学中的某些传统，比用在西方哲
学史里，反而贴切得多。

与之相反，“唯物”一词虽仿佛典汉译而造，却不见于旧典。不过，强调 “物”

倒是中国哲学，尤其是理学的重要面向。这一脉络越来越与心学密不可分。正因为
“心”（不等于 “观念”）与 “物” （不等于 “质”）在中国哲学内部密切相关，当

Ｉｄｅａｌｉｓｍｕｓ被译解为 “唯心主义”时，作为对方的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ｓｍｕｓ就可相应译为 “唯
物主义”。令这对译名确立的，是中国思想史内部的心物问题。

当然，心物问题在理学中并非基本问题。理学基本问题关乎心、理、气三者间
的关系。佛学内部心识与法 （特别是色法）的关系，更接近于心与物的问题。不过，

对明儒而言，心物问题虽不根本却堪称尖锐，因为这关乎 《大学》的解释权。严格
地说，在当时通行的儒家原典中，心与物的相关性只见乎 《大学》。其他典籍，谈
“心”处虽然不少，亦有说 “物”处，但彼此并举成对则实属罕见。朱子将 《大学》

定为儒学入门第一书，并将 《大学》的 “格物”立为学问宗旨。陆王程朱之争的要
害当然是心、理关系。但在对原典解释权的争夺上，特别在工夫论上，争论首先集
中于 《大学》的心物问题。此篇心、意、知、物的关系始终纠缠着明代中晚期思想
界。心物对扬，实际上是朱陆之争这个近世学术思想史基本张力的体现。用唯心主
义与唯物主义去对译Ｉｄｅａｌｉｓｍｕｓ与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ｓｍｕｓ，这并非单纯偏差，而是这个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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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开始，“唯气论”与 “气一元论”“气论”“气本论”等并行，但使用
频率不高。张岱年偶用之，但以 “气论”为主。丸山敏秋用 “唯气论”，以为借此可在
“唯物论” “唯心论”之外提示一种不落两边的立场。参见张岱年： 《中国哲学大纲》，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２３页；杨儒宾主编：《中国古代思想中的气论与
身体观》，台北：巨流图书公司，１９９３年，第１５９页。



学真相的呈现：宋明理学———尤其是阳明学———是晚明、晚清以及东瀛译解西学的
基本境域。

既然心物问题是中国思想的内在问题，那么就可开启一个新思路，即不去纠结
“唯心”“唯物”的西学对译背景，而是去考察理学及佛学内部的 “心”“物”问题及
其各种解决方略。从这一路向可以更清楚地理解心学的理由和气论的针对性。

明儒大抵以解释 《大学》处理心物问题。心物关系在阳明及其后学那里，是依
意识哲学解释、依 《孟子》甚至禅宗的某些洞见做工夫的。阳明说：“心之所发便是
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① 意是体之发用。意必有相应者 （“所
在”）。物就是意的相应、相关项。心通过意与物相关。体用的统一是 （良）知。这
里的说明紧扣一个 “所”字，是以意识的能所结构为框架的。“物”尽管可以转义为
“事”与 “理”，但首先是意识之所向，是被心所显明者。心可以统说 （包含狭义的
心以及意与知），也可只就体上说。心既是体，意就是用，物则是意之所在。心意之
间是体用关系，意物之间是能所关系。阳明 “致良知”的教诲字面上重 “知”，或亦
以 “感应”解心物关系，但这些都是即用显体，摄所入能，心意物的基本结构并无
根本变化。由这种体用不二、能所相应的结构，可予 《大学》以融贯的解释，致良
知既是格物，又是正心诚意。可谓即用即体，即感即寂。

这种中国式的唯心论，被牟宗三称为比西学的Ｉｄｅａｌｉｓｍｕｓ更为纯正的、“彻底的
唯心主义”，甚至也是彻底的实在论。② 此说有正确处，心意知物的结构，确较仅从
“观念”出发的Ｉｄｅａｌｉｓｍｕｓ更为全面。然而彻底性与实在性，均无从说起。若智如不
一，则两者成对，皆非 “绝对”，不可谓之彻底。若智如为一，此是真常唯心论精
义。然真如当是二空所显之 “圆成实性”，并非世间法的 “实在性”。阳明学固然是
唯心论，但既不彻底，亦无足够的实在性。向彻底性与实在性的挺进，在西学就是
斯宾诺莎哲学在笛卡尔之后的出现、在康德之后的复兴；在晚明就是阳明之后刘宗
周、王夫之、方以智的探索。此间最重要的事件是气论的复兴。如果说德国古典哲
学以彻底、绝对的观念论为终结的话，那么明代理学则是以绝对的唯气论为终结的。

后者既探索了一种比阳明学更为彻底的唯心论形态，又从中翻转出了不同于宋儒气
论的新形态。其中最重要的是刘蕺山与王船山的气论。

黄梨洲以明季理学超越宋代而自豪，他笔下的理学史终结于其师刘蕺山的气论：
“盈天地气间皆气也。其在人心，一气之流行，诚通诚复，自然分为喜怒哀乐。仁义
礼智之名，因此而起者也……”③ 后人极为推许的王船山，更是集气论传统之大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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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荣捷：《王阳明 〈传习录〉详注集评》，台北：台湾学生书局，１９８３年，第３７页。
参见牟宗三：《中西哲学之会通十四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２１９—

２２１页。
黄宗羲：《明儒学案》卷６２，《黄宗羲全集》第８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６年，
第８９０页。



二子有一相通处，都借重唯识学批判、深化了阳明心学，再从中转出气论。如此可
以既借助心学的某些成就跳出理本论，又能借助气论扬弃心学，上接濂溪、横渠，

将整个宋明理学完成于绝对唯气论。从中国哲学看，这个版本的气论跳出了程朱、

陆王之争。从西方哲学与现代中国哲学看，它其实也跳出了狭义的所谓唯心、唯物
之争。刘、王的这种双重跳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作为明代唯心论的扬弃者，

它们内具的心学论述虽有欠圆熟，却较阳明学更为深刻。这个特点是其他形态的气
论不曾具备的。

明末气论的这个形态及其殊胜极易被误解。下文将做系统的澄清，这里先提出
三个预备观点。

首先，仅仅依靠传统的理气论范式，或心学、理学范式，无法恰当地把握明代
哲学的主要争论。实际上，正如张岱年指出的，宋明理学处于三个而非两个基本概
念的问题域中，这就是心、理、气。① 宋代理学的基本问题是理气问题，这表现在
程朱一系对张载的批评与吸收上。宋代当然也有关于心气关系的讨论，但并非当时
的基本问题。以阳明学为代表，明代哲学的基本问题首先是心与理的关系问题。“心
即理也”，“无心外之理”才是阳明学的根本宗旨。阳明心学的批评者固然有秉持朱
子学立场的，但最有力且开新说的批评者，来自气论。自此，明代哲学的基本问题
就包括了心气关系。明末气论不能只在理气论上把握。缺失心性论，无由见其特
性。② 晚明哲学对心与气的认识都加深了，故对心气问题的处理大不同于宋儒。晚
明气论是从心学转出的气论，既是比阳明学更彻底的心学，也是比横渠学更彻底的
气论。下文将分别提示这两层。

其次，晚明气论通过对唯识学的资取，提出了比阳明学更深细的心学论述。真
正系统提出 “唯心论”的，并非所有佛学派别，而是唯识及其他相关宗派。如中观
应成派论师月称就专门破斥过 “一切唯心造”。唯识学主流将识分为八种：眼、耳、

鼻、舌、身 （合为前五识）、意、末那、阿赖耶识。泛泛地说，意识、末那识、阿赖
耶识都可被称为心。在这个意义上，“唯心主义”是有阶次差别的。严格地说，第八
识才是 “心”。在有的唯识系统中，末那识可被称为 “意”，其他各识合称为
“识”。③ 对中国哲学有深远影响的 《大乘起信论》，其根本见地不同于主流唯识学，

属于真常唯心一系，但其对心识的分析范式大体上仍遵照唯识学。

无论从主流唯识还是真常唯心的系统看，阳明心学只达到了 “意识”意义上
的心，并非彻底的唯心论；或者说只有意识与物的一重体用。主流唯识系统虽然

·９８·

思想中国：重绘中国哲学镜像

①
②
③

参见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第３页。
参见高海波：《慎独与诚意》，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１６年，第３、４章。
参见释印顺：《摄大乘论讲记》，《印顺法师佛学著作全集》第３卷，北京：中华书局，

２００９年，第３１页。第七识与第六识名同实异。末那是意之根。心意识关系问题在部派
佛教和瑜伽行派的历史中比较复杂，本文予以简化处理。



主张离心无境、离识无法，但这个心的根本义不是 “意识”，而是阿赖耶识。变现
万物的本非意识，故仅凭意识是不能转物转境的。阳明 “观花”发挥的 “心外无
物”之理，不必诉诸唯物主义，在唯识学就是不成立的。有佛学研究者指出，阳
明学只是 “主观唯心主义”（依意识），尚未达到唯识今学的 “客观唯心主义”（依
阿赖耶识）与 《起信论》系统的 “绝对唯心主义” （依如来藏自性清净心）。① 总
体而言，阳明心学对禅宗的化用较多，而阳明学的批评者，以蕺山、船山为例，对
唯识学的运用、改造较多。二子的心学论述可谓都是某种 “新唯识论”，都已超越了
单纯的 “意识”层面。他们都明确批评阳明学人只在念头上做工夫，都要追问意识、

念头意义上的 “心”的根据，都在这个意义上超越了阳明学形态的 “心学”。这种根
据在唯识学那里是第七、第八识，在刘王那里，将这些深于意识的心识翻转、推进，

就是气论中的天道与人性。他们的 “新唯识论”是唯气论能够扬弃阳明心学的重要
凭借。

最后，明末唯气论是从心性论中转出的气论，其形态与素朴宇宙论意义上的气
论有深刻差别。近年已有学者见到这一层，如杨儒宾将两种气论分别称之为道体论
气学 （有超越论面向）与自然主义气学 （素朴的宇宙论），并将张载、王夫之与方以
智列为前者的代表。② 本文赞成这一区分。但关于其区分的依据以及两种形态的范
例，有不同看法。杨氏对于道体论气论的超越性与本体性的界说，归根结底还是
依据牟宗三的先验道德主体与道德化宇宙论之学。这固然能够区分两种气论，但
无法区分所谓道体学气论与明代心学统绪中的气论。本文试图表明，晚明气论的
殊胜之处恰恰是用 “实体”（船山本人用语）扬弃了心性。本文不主张将横渠列入
这个统绪。船山横渠之别在于前者批判且借鉴了有宗，开出从心学转出气论之路；

后者固然也要辟佛，但对佛学的了解不深入，且以空宗为对手，既对付不了程朱，

也对付不了陆王，实际上也对付不了佛学。横渠之说就被朱子讥为 “大轮回”。方
以智本人的佛学资源，更多地来自华严与禅宗，对阳明心学的批判，反而主要借
助朱子学。方氏固然有超越心学之偏的 “绝对”“相待”“一而二”的立场，但这
个一而二的绝对者并不是 “气”，恐仍近于佛家心性学说。他的独特性实已溢出了
宋明理学，以至无法以完成者目之。故本文用刘宗周代替方以智，新唯识论转入
唯气论之路更加清楚。

当然，并非所有对唯识学的改造都会引向绝对唯气论，也可能像现代中国哲学
那样，推进到华严 （章太炎），或退转到儒家心学 （梁漱溟、熊十力）。同时也应看
到，所谓 “自然主义气论”，对明末气论仍有深刻影响。本文以为，刘、王与 “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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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气论”的区别并不在于所谓 “气一元论”或以气为 “道体”，① 而在于能够通过
扬弃唯心论达到唯气论，从而可为气这个 “道体”赋予统一 “物”“我”的含义。②

这不是说，在刘王那里通向 “气一元论”的道路只有新唯识论一条。而是说，只有

他们开出了气论的心性之路，从而将气论传统提到了绝对性层面。

这条道路可概括为三个步骤：从工夫论进入心性论，用唯识学重述心性论，用

唯气论转化唯识学。明代心性论从来不是空头理论，而是工夫论的所依与所证。心
性论引起的争论，包括对 《大学》朱注的争论，首先是工夫论上的。抓住这一点，

才能从刘王迷宫般的系统中找到头绪。以下分述蕺山和船山。

二、晚明气论的 “新唯识”之路 （上）：蕺山学

对蕺山学比较权威的概括来自牟宗三所谓 “以心著性、归显于密”。③ 学界一般

认为前四字将蕺山学断为阳明学工夫论所衍出者。批评者认为这个判断没有点出蕺

山学的独特性。即使牟氏的辩护者，也认为应补上唐君毅的观点 （“纯情自运、一气

周流”），高看蕺山的 “情”与 “气”。④ 本文认为，这两个概括大可统一。唐氏所
提就是本文所云从心性论到唯气论的步骤，牟氏所提就是从工夫论到心性论的步骤。

这两个步骤的衔接处就是意根。意根说是对唯识学的运用；从意根、纯情到气论，

则是对唯识学的转化。

蕺山的 “以心著性”与阳明的 “心即理”完全不同。“以心著性”的立足点，是

隐微的意根。这一点确实为牟氏反复强调。不过，以心著性的同构的另一面，就是
“以气著理”。牟氏对此基本无视。蕺山学在心理气之间，有更丰富的统一关系，绝
不同于阳明学的 “心即理”。首先，心与气、性与理之间有对应性。气凝在人就是

心，理凝在人就是性。蕺山以此强调了天人的一贯不间断。这是一重同一性。心与

气的同一性，比心学强调的心与理的同一性更为直接与基本。其次，心学的 “心即

理”，在蕺山学那里调整为 “以心著性”。这是更高阶的统一性。气与理凝为心与性，

纯是天命之谓性，与工夫无关。但以心著性，则是率性修道事，是工夫所证。以气
著理是这一工夫论的义理学基础。换言之，“心与理 （性）”的同一性的基础，是气

与理的统一性，这是单纯心学脉络罕见的。最后，以心著性的关键，是在意根上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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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杨氏道体之说，无法与他自然主义与道体论的区分协调气论。他所谓自然主义气学的
代表人物王廷相尝明确表明气是 “道之体”。参见陈来：《诠释与重建》，北京：三联书
店，２０１０年，第４９３页。
参见王夫之：《张子 〈正蒙〉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１４７页。
牟宗三：《从陆象山到刘蕺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３２０页。
参见陈荣灼：《刘蕺山的生命现象学》，《鹅湖月刊》２００９年第２期；唐君毅：《中国哲
学原论·原教篇》，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３１０—３１８页。



工夫，这就叫诚意，也是慎独。心性衔接统一处在隐微的 “意”，不在觉知念头。这
是蕺山在工夫论上与阳明学 （特别是现成良知派）最大的不同。

与工夫论相应，《大学》的 “意”，蕺山不解为浮动的 “意念”，而解为 “意根”：
“意根最微……禅家所谓向一毛孔立脚是也。”① 这当然是唯识名相，蕺山并非不知：
“佛氏视意为粗根，然根尘相合，以意合法，可知佛法都括在意中……”但他又指责
佛学 “遗却意”。② 这种入室操戈的用法与船山对第七识态度类似。在唯识学，第六
识是 “意识”，第七识音译 “末那识”，是第六识依止的 “意根”。③ 如果 “已发”的
意念在唯识学对应第六识，那么 “未发”就对应第七、八识。蕺山及船山又更重视
第七识。《大学》里的 “意”，阳明学与通行注疏，相当于以第六识解释，蕺山学相
当于以第七识及第八识解释。④ 就其是意识之微根，且恒存不随四情而转，具第七
识义；就其是四情之所 “存”的含藏义言，具第八识义。

蕺山之 “意”统一了未发之中与已发之和，这固然是对理学的一大贡献，但同
时也是对唯识学的改造，即相当于把第八识 （种子、“未发”）与第七、第六识 （现
行、“已发”）统在一个 “独体”里。这个独体兼有诸义，但以意根与中气为主。关
于蕺山学宗旨到底是 “慎独”还是 “诚意”的争论实颇无谓，因为意根就是独体。

偏于 《中庸》的 “慎独”说，可以叫 “独体”；偏于 《大学》的 “诚意”说，就是意
根。大抵 “意”有显隐中和之义，工夫细密，兼带心性，故本文仍借重唐牟的提法，

以意为主。它是工夫论的着力处，也是心性论的、理气论的搭挂绾合处。

意根上用工夫，如何 “以心著性”呢？为何就是 “以气著理”呢？此间关键在
于，与阳明学不同，蕺山学的义理架构并非只有 “心与理”一层关系，并非只有一
重体用与能所，而是有心气、气理两层关系。就第一层而言，喜怒哀乐四情，直接
就是春夏秋冬 （元亨利贞）四气。就第二层而言，气之流行，自成条理。理凝于人，

就是仁义礼智四性。这两层区分只是对浑一工夫 （“慎独”，在意根这个本体上用力）

的义理性分析。这一架构的基础是心与气的直接同一性，四情对应于四气，心之情
实就是气之情状。四情归根结底是好恶，心之好恶就是气之屈伸。唐君毅对蕺山学
的概括，围绕的就是心气同一这个基本洞见。但这个概括未及心、气各自的体用显
隐关系，这些又是牟氏论述的精义。“著”就是彰著显明，这就是说，心性关系的根
本不是能所，而是显隐；用当代西方哲学术语说，不是 “表象”，而是 “表现”。如
果偏重在已发意念上用功，在工夫上就易流入释家无念、不住之说，在义理上就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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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黄宗羲：《明儒学案》卷６２，《黄宗羲全集》第８册，第９１５页。
参见吴光主编：《刘宗周全集》第３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３１０页；
《黄宗羲全集》第８册，第８９３页。
参见释印顺：《摄大乘论讲记》，《印顺法师佛学著作全集》第３卷，第３５页。
“如前日妄起一念，此一念便下种子……”这表明蕺山对种子新熏之说并不陌生。参见
《黄宗羲全集》第８册，第８９２页。



然会走向唯心论。蕺山学则强调在意根上用功，意根非但是未发之中与已发之和的
统一，也是心与气的同一。作为中体，意根有喜怒哀乐；作为中气，它有元亨利贞。

致中与致和是同一个工夫，能所心性统一在意根之中。正因为意根包含气，气之流
行能昭著性理，抓住意根才能以心著性。意本身是显隐之间的 “几”，是 “渊然定
向”，即在意识、意念之先的深层倾向性。这层倾向既是心又是气，没有内心外物的
区别。心气性理都是统称，本身都各有体用的区别，但在蕺山学那里，这些区别在
义理上本就统一，在工夫上都当统一。这当然是理学中并不罕见的 “体用一如”见
地，但蕺山对体用的处理自有其殊胜之处，这在 “意”与仁义礼智四性 （喜怒哀乐
四情）的关系中能看得更清楚。

意既是四情之所存，又作为中枢运转四情。蕺山心性学的特出之处，就是主张
性情一如：性情相应、理气相应，或者说理、气、心本来就是统一的———仁义礼智、

元亨利贞、喜怒哀乐三者本来就是一回事。不过，学界殊少注意，性情并不那么若
合符节。性是五常，而气与情只有四项。性比气、情多出一个 “信”。蕺山的解决
是：在气之状态上，以之对应于中气，这本乎 《易传》。在情之状态上，对应于 “未
发之中”，这本乎 《中庸》。无论如何安排，未发之中与已发之和，当有区别。实际
上蕺山举不出一个与性上之 “信”对应的情之名称。如果要维持性情一如这个基本
论点，那么只能将未发之中理解为原初的、非特定的 “情”———无论解之为情实，

还是情感。此情的原初性、整全性与 “信”是相应的。

关于 “信”的殊胜， 《中庸》比 《易传》讲得更显豁。后者的信就是前者的
诚。诚有两层意涵，为其他性理所不具。首先，诚能够统摄知仁勇等性理、德目。

这与蕺山赋予 “信”的 “性体”地位相应。其次，诚有实义，因而性理皆是实理，

可对抗佛学。宋儒重视 《中庸》，盖缘乎此。在蕺山那里，后一层意涵极其重要，

保证了他在运用唯识学的同时即进行了改造。实际上， “情”的古义就是 “实”，

与信、诚相通，但喜怒哀乐诸情，都只是特定的实在状态，而未及实在性本身。

在这个意义上，只有 “信”对应的 “未发之中”、原初之情，才指涉世界本身 （而
非任何特定事物）之实在性，可谓一种原初的 “世界信念”“实存信念”。这是所
有想从佛学中斩关而出的儒家必备的利器。区别仅在于获得这一信念的道路。下
文将示，明末的王船山，现代的梁漱溟、熊十力，都将以自己的方式回到实在性。

这里要强调的是，“意根”所含之 “实在信念”，正是心物统一的关键。实在性在
理学那里主要针对空性。在西方哲学那里，Ｒｅａｌｉｓｍｕｓ源于ｒｅｓ（物），针对的就是
“唯心主义”。

三、晚明气论的 “新唯识”之路 （下）：船山学

有关研究指出，船山对 “志”在工夫上的提撕与蕺山对 “意”的重视可谓同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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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子之学的基本架构都有取于唯识，都有双重体用意蕴。① 此观点虽仍有争议，但
“意”与 “志”在二子工夫论上的地位确实差相仿佛，且针对的都是阳明唯心论。同
时 “意”“志”在唯识学上的对应物也完全相应。这给本文提供了一个船山学的入
口。下面仍然按照工夫论、心性论、唯气论三个步骤，从 “志”出发考察船山学的
架构与精义。

与蕺山类似，船山也处于程朱陆王长期争论的关键时刻，他既要追溯到这一争
论之前去探索另外的可能性 （他找到了横渠，一如蕺山找到了濂溪），又要对阳明学
做针对性更强的回应。两项任务是一体的，回应阳明学，一定要从工夫论入手才能
带出心性论，从而重建唯气论。主流的船山研究多直接摆出天道论、理气论，本文
以为，如不抹杀船山与明儒的连续性，那么不妨从明儒最重视的工夫问题入手。

宋明儒的工夫论原典，重中之重是 《学》《孟》。牟宗三说，朱子与 《孟子》不
相应，真有体会的还是 《大学》，陆王纯是 《孟子》血脉。不过，正因为 《大学》注
是朱子学正统地位的基石之一，阳明学反而更重视 《大学》的解释权，重视 《孟子》

与 《大学》的贯通。关于此二书在工夫论上的一贯性，船山与明儒并无二致，但他
找到的一贯工夫，则与阳明学有深刻差异。

船山在 《孟子》中择取的并非 “良知良能”，而是 《知言养气》章的 “志”。这
可用于解释 《大学》的 “正心”。持志与正心就是船山工夫论之本。② 此心恒存恒
持，恒为意主，并非本无善恶、体如太虚。作为 “志”，心趋向道义、实而不虚。如
此既可保留明儒在工夫上的积极成果，又能避免心学把孟子学带向佛老。如阳明四
句教那样仅围绕良知，则要么仅在意念起灭上下工夫，难免脚跟打滑，随境而觉；

要么所证的本体，就是无善无恶的虚体。

但这只是船山工夫论针对朱王之争所显示出来的一面，还不是其全部。《知言养
气》章的要点不是孤立的心志，而是 “以志帅气”，是心与气的统一。这个统一体从
心方面说是趋向道义的志，从气方面说就是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此章精髓是在工
夫论上讲心气统一、心理统一。阳明对此章也很重视，但只看到心与 “事”的统
一。③ 船山抓住了精髓，以此既接续心学，也转进到了气论。 《知言养气》章讲
“志”、讲 “道义之心”不是为了阳明的致良知 （这是 《大学》语式，不是 《孟子》

语式），而是为了养 “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至刚”从 “道义”固有的正确来
（“以直养而无害”），那么 “至大”从何而来？孟子只说了 “集义”。至于如何
“集”，莫衷一是。船山依心气统一解。心气既一，气至大，心亦必至大。既然 “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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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蕺山也明确以意、志互训。参见吴光主编：《刘宗周全集》第３册，第３０９页。
参见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上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５年，第８—９、２８页。
他只表彰此章 “必有事焉”在致良知修养上的作用，没有点出此章的目的是养气。偏
于有事，这就是偏于已发。（参见陈荣捷：《王阳明 〈传习录〉详注集评》，第２６６页）
可对照船山：“孟子吃紧工夫在气上。”（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下册，第５２８页）



至气次”，则必先大其心而后可以大其气。强调大其心，船山得自横渠。① 心气皆能
至大，则心气必能同量。船山将横渠的 “太虚”解为气之量。至于心之量，在船山
对唯识学的批判性叙述中，这就是第八识 （“阿赖耶识”）应该说的东西。②

工夫论的境界能进一步支持心性论与天道论的见地。在船山那里，天道与心性
不能断开，但亦非通常所谓的 “凝成”，而是 “函受”。这在理论上属于贯通天道论
与心性论。就工夫论而言，心气有异而可一，才是 《知言养气》章之精义。船山反
复强调，如果脱离养气讲心的工夫，那么就是告子之学，只有个昭昭灵灵的心，把
气当成 “客感之媒”以接受万物。换言之，心只属于主观，与万物脱离。唯气可感
万物，但心与气可接可脱。告子的不动心通过摆脱气以摆脱万物。③ 船山的见地是，

就心而言，其虚灵并非空无所涉，也不是只面对阳明强调的 “事”，而是必然作为志
趋向道义。所以既非单纯主观的东西，亦非后天经验的东西。气则不仅可以应物接
物，且必然与心统一 （非如告子学那样可合可分），则心所趋之理义，必能主宰气所
接之物。

从心与气的这种统一，亦可解船山所谓 “性”。心是性之用。但不可说气是性之
用。性就是气质中之性。④ 人性是天地正气所凝所成，则性又是天人相继的统一体。

船山 “性”概念与 “气”概念的复杂关系，学界讨论颇多，且集中于天人之间、人
之成形凝质前后。这里的复杂性源于同时围绕着两个问题轴，一个是天人之际，另
一个是气性之间。这两个问题轴都属于天道、心性问题。如果从船山工夫论出发讨
论这些问题，那么在气性之间加入 “心”是完全必要的。

工夫论上的 “志”，是心气理三者的统一。理与气在工夫论中的统一与天道论中
不完全相同，并非只有 “不能舍气言理”这种方式，而需要心与理的统一、心与气
的统一这两层中介。后一种就是孟子的 “以志帅气”。前一种方式也不是心学的 “心
即理”，而是 “志”对道义的趋向性。“性”概念是心理气三者的统一，“志”概念同
样如此。因而工夫论上的 “志”即对应于天道论与心性论上的 “性”。

对船山的 “志”同样应该 “高看”，如同对蕺山的 “情”那样。“志”较诸泛
泛而言的 “心”，有如下优点。 （１）志恒在，无论意发或不发。 （２）实而不虚。
（３）能与气合；不能舍气言志，如同不能舍气言理。此心之原，统乎性而为性之
所凝。⑤ 这三个层面是统一的。在这些层面，船山都对唯识学有所资取与翻转。船
山对阳明学心性论的扬弃，乃至于对天道论的开展，皆有其 “新唯识论”之路，且
较蕺山更为显白、系统。如果说，心志是其工夫论、心性论的核心，那么相应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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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参见王夫之：《张子 〈正蒙〉注》，第１４５页。
参见王夫之撰，严寿澂导读：《船山思问录》，第８０页。
参见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下册，第５３０—５３１页。
参见陈来：《诠释与重建》，第２５０—２５２页。
参见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上册，第８、９页；《读四书大全说》下册，第５３１、５３２页。



第七识就是其新唯识论的核心。

船山反复强调志 （同时就是 《大学》之 “心”）对于意的恒在恒主性，这
当然是回应阳明及其后学。但在经典的教证上，这需要贯通 《孟》《学》、以志
释心，不那么直接。但从唯识学看就比较清楚。“释氏所谓六识者，虑也；七识
者，志也；八识者，量也。不守其志，不充其量，则人何以异于禽哉？而诬之
以名曰 ‘染识’，率兽食人，罪奚辞乎！”① 按照唯识学，第七识 （“末那识”）对
第六识 （“意识”）的恒在恒主性是其基本特点之一。② 对第七识的高度重视，是船
山唯识解释的一大特点，甚至颇得佛学界嘉许。③ 但船山也是入室操戈，即用此唯
识名相转而批判佛家以第七识为染根。第七识在船山所据的护法玄奘一系中其实
是染净依，并不一味为染。④ 但主流释义，确实强调其染污一面。 《摄大乘论》甚
至说第七识只是杂染依。船山反其道行之，创造性地释为趋善之志，乃至性善在心
上的体现。

对船山而言，第七识更重要的意涵属于天道论。船山新唯识论最重要的一段话
是：“释氏以真空为如来藏，谓太虚之中本无一物，而气从幻起以成诸恶，为障碍真
如之根本，故斥七识乾健之性、六识坤顺之性为流转染污之害源。”王敔说，乾健之
性指为仁由己，坤顺之性指诚意慎独。⑤ 意思是第七识乃我执 （“己”），第六识含
通常的 “意”。这当然不错，但未涉根本。船山的理由当是强调第七识 “恒审思量”
“恒内执我”，无间断而有转易的特点，⑥ 符合乾卦的 “自强”（执我）“不息”（恒）、

乾道变化、各正性命。第六识依托第七识，有顺从之义。这些虽然是创造性的误解，

但意蕴丰富，提供了理解船山天道论的新入口。

这段话字面上没有涉及第八识。但既说第七、第六，则第八识必已同含。据唯
识学，第七与第八识恒俱，前者执后者见分为 “我”。第八识是诸识的根本依，第七
识是诸识的染净依。船山用一个比喻说二者的相依：第八识好比府库，诸识染净好
比铜铁。存储铜铁固然要依靠库房。但既藏铜铁，库房也只能依之叫铜铁库。⑦ 第
七识有所依、有所出，那么 “志”（“心”）也有所出。戴景贤认为，船山没有将心
之所出直接追溯到太极之体，而是通过其唯识论述，追溯到了第八识。后者即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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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王夫之撰，严寿澂导读：《船山思问录》，第８０页。
第七识的特点是恒审思量。前六识不恒，第八识恒而不思量。参见韩清净：《唯识三十
颂诠句》，《韩清净唯识论著集》，武汉：崇文书局，２０１９年，第４３页。
参见吴立民、徐荪铭：《船山佛道思想研究》，长沙：湖南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３３—３５页。
参见王恩洋对 《相宗络索》的订正。 （王夫之： 《船山全书》第１３册，长沙：岳麓书
社，１９９６年，第５２６、５２８页）
王夫之：《张子 〈正蒙〉注》，第１１７页。
参见玄奘译，韩廷傑校释：《成唯识论校释》，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８年，第２８７、３０３页。
参见王夫之：《船山全书》第１３册，第５６４页。



受于天命的 “量”。① 此说不确，《正蒙注》明确将心所从来，追溯到 “太虚絪缊之
气升降之几”。② 尽管如此，戴氏迂回唯识纾解性命关系的方法仍是可取的。确
实，在船山那里，第八识提供的不只是心之量，同样是气之量。《思问录》里第
八识当然首先被解释为心之 “量”。但考虑到 《正蒙注》中，第七、第六识已被
解释为气的健顺之性，则没有理由不从气论上考虑第八识的 “量”。实际上，
“量”同样用于解说横渠的 “太虚”。 “虚者，太虚之量。实者，气之充周也。”
“虚空者，气之量。”③

不宁唯是，太虚有两个基本特征与第八识相同。首先，太虚即一气。此不从阴
阳之分说，而就二气合一，为絪氲之本体言，太虚不可见闻。而在船山的唯识论述
中，第八识亦无相状可言。④ 其次，更重要的是，“太虚者，阴阳之藏，健顺之德存
焉”。⑤ 阿赖耶识诸义之中，能藏之义居首，以至第八识可被称为 “藏识”，种子皆
存乎其中。⑥

本文主张，“太虚即气”概念，对应于第八识，正如第七、第六识对应于乾坤。

这是船山对唯识学的系统翻转中最重要但也是最隐蔽的环节。从唯心论到唯气论的
根本转折存乎其中，而对第八识的翻转是其顶层。船山强调，对第八识之量当加之
以 “充”。⑦ 必须注意， “充”就是孟子及船山本人用来说气的关键词。即此之
“充”，心之量乃能转为气之量。第八识转为清虚一大之后，才有第七识的乾健、第
六识的坤顺可言。合此可谓船山新唯识论的大纲。

从新唯识论可以迂回地理解船山天道、心性论的难点———对于克服唯心论，这
一迂回是必要的。如从整体上将船山唯气论理解为对唯识学的一种翻转与扬弃，或
能为船山研究的几个全局性难点贡献新的思路。

首先是太虚与气的关系。这个船山气论的首要问题很不好把握。如唐君毅认为，

船山把横渠学的太虚之义去掉，只取其 “气”，且以之为 “实”，与汉儒相同。⑧ 这
当是误解了船山所云 “太虚即气”。船山此义与横渠并无二致，区别在于论证之路有
取于心性论，绝非如唐氏所云纯是 “客观现实的宇宙论进路”。唐只看到船山主张
“太虚即气”，未看到与太虚所同之气，不是阴阳二气，而是一气。⑨ 这里的问题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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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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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⑨

参见戴景贤：《王船山学术思想总纲与其道器论之发展》上编，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
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４０页。
王夫之：《张子 〈正蒙〉注》，第１４５页。
王夫之：《张子 〈正蒙〉注》，第８９、９１页。
参见王夫之：《船山全书》第１３册，第５３８页。
王夫之：《张子 〈正蒙〉注》，第９４页。
参见王夫之：《船山全书》第１３册，第５６４、５７４页。
参见王夫之撰，严寿澂导读：《船山思问录》，第８０页。
参见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教篇》，第３３４页。
参见王夫之：《张子 〈正蒙〉注》，第９４页。



先还不在于太虚，而在于船山的气概念本身就是思辨的，是一与二的统一。气在本
体上是一 （就是太虚，无迹象可求），从用上、迹象上说，则是二。① 气既然是一与
二的统一，那么它与太虚的关系，可谓不一不异。不异，就是说气之本体即太虚；

不一，就是说气流行、显现，具阴阳二端，这些都是太虚所无。不一不异，在 《楞
伽》《起信》系统中，就是如来藏与第八识的关系。第八识就其流转如瀑流言，近乎
气。《起信论》也指出，如来藏极易被误解为 “虚空”。与这些经论微有不同的是，

船山气论实际上涵有双重的不一不异关系，第一重是太虚与气之间；第二重是一气
与二气之间。由后一重，才有前一重。船山将第八识所含的种子义部分转让给了第
七识，这在佛学上当然是误解，但能据此理解，船山所谓阳变阴合，实亦带有功能
现行之义。② 末那识相当于乾元，实自含体用。③

其次，船山有著名的 “性日生日成”之说。“夫性者生理也，日生则日成也……

气日以滋，理日以成；方生而受之，一日生而一日受之……故天日命于人，而人日
受命于天。故曰性者生也，日生而日成之也。”④ 这在理学史中确实独特难解。但如
勘以唯识种子现行之说，实不突兀。

太虚既有阿赖耶识 （种子识）义，性即可有种子义。太虚可涵藏性故。太虚在
船山学有天人二义。在天为一气，在人则如 “心”：“其在人，太虚者，心涵神也”，

而 “人之有性，函之于心而感物以通”。⑤ 性函于心中，如种子存乎第八识之中，
“性发”如种子之现行。种子乃功能义，是万法因缘。万法待缘而起，是为 “现
行”。与性日生日成说一样，护法一系的种现说也有其独特处：果现行而旧种因刹
那灭；被现行新熏的新种刹那生，藏于第八识中。这样种子才如瀑流，不断捐故
生新。⑥ 儒学自古有 “日新”之说，但从未有性理日生日成的学说。此学说之原型
当在唯识种子现行、新熏之说。种子现行，相当于性之日成。熏成新种，相当于性
之日生。⑦ 借用转化唯识，才能将生生不已解释得具体、精密。与此相比，熊十
力不解护法此说的妙用，转以泛泛而论的 “不断不常”为其恒转说背书，较船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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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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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陈祺助：《王船山 “阴阳理论”研究》，深圳：花木兰文化事业有限公司，２０１９年，
第７９页。
参见戴景贤：《王船山学术思想总纲与其道器论之发展》上编，第４２页。
王恩洋批船山 “末那变六识”之说在佛学上不成立。但这在船山易学上相当于乾变为
坤。《周易内传》虽主乾坤并建，但不否认乾卦自有体用。参见王夫之： 《船山全书》
第１册，第４３页。
王夫之：《尚书引义》卷３，《船山全书》第２册，第２９９—３００页。
王夫之：《张子 〈正蒙〉注》，第９３—９４页。注意，“心”于唯识学即第八识。
参见玄奘译，韩廷傑校释：《成唯识论校释》，第１１５—１１６页。此论区分本有、始起两类
种子，亦可解决学界关于船山性日生日成说的困惑。此惑可参见田丰：《王船山体用思想
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第２４６—２４７页。
严寿澂即持此观点，惜乎过略。参见王夫之撰，严寿澂导读：《船山思问录》，第２２页。



笼统汗漫。

最后，船山同蕺山一样肯定了 “理”的地位。有学者据此以为他们均非唯气，

只是主气。本文以为，单就船山言，其 “理”同时具有不可割裂的两个特点即主

宰性与依附性。理固然是气化的主宰者、主持分剂者，但同样也是气的附丽者。

换言之理必依托气，不可离之独存。仅凭此条，即可言其 “唯气”。因为 “万法唯

识”的含义之一，就是 “不离识”。至于主宰与主持，亦非不可解为唯识学的翻

转。“主宰”一词固理学常用语。如程子说五经 “帝”字表理之主宰义。但理学史

罕有主持与主宰同用者。这个特点或可在唯识的翻转中发现。《成唯识论》开篇就

破法我二执。“我谓主宰、法谓轨持。”① 理之兼有主宰、主持义，不无兼取 “法我

二执”之义。

对心物问题而言，船山学最重要的契入点是问 “心之所出”———心的根据。这

一追问对于将心视作最终根据的纯粹唯心论而言是不可能的。对于更高意义的唯心

论———唯识学来说实际上也不可能。但船山唯识论述的特点就是用唯心论克服唯心

论。上文已示，船山最重视第七识，归根结底只将第七识解为心。第八识则被翻转

为 “太虚即气”。在唯识学，第七识之根本依是第八识。则心之所出在气，其论证可

从唯识学中挪用。因此，船山对唯识的翻转可以说紧扣第七、第八识而来。将第七

识由染转净，萃取为体现性善之志；同时将第八识由妄转真，将真如由空转实。即

此成立太虚之实气以及心性。这里要注意，太虚之实，指实在性 （不是空性），但它

仍是无质碍的清虚一大。实在性不等于质碍性。“唯物主义”之 “物”，本就是实在

性，不等于有广延的不可入性。

综上所论，明末哲学有不止一条通过新唯识论抵达唯气论的道路。此二途当然

也有所参差。其中最微妙处在于，是从性上到天，还是从性下到情。蕺山更偏 《中

庸》，主张即性言情。船山更偏 《易传》，主张乾道变化，贞定其情。 《易传》中的
“性”，本含贞定之义，则蕺山所谓性体，相当于船山所谓定体。差别只是后者隐含

了天道之贞定，而蕺山之性体只对心体确立。要之，蕺山学是中和架构，尽精微而

后致广大。船山学是贞元架构，乾道变化而后各正性命。二子所趋既同，取径互补，

大体可算一路。与他们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现代中国哲学的 “心学”。

四、现代中国哲学的 “心学”与新唯识论

无论现代中国哲学的处境与明末清初有多大差异，二者之间仍有哲学基本问

题上的连续性。现代哲学甚至不无返回明末诸家的自觉。心物问题作为朱陆之争

的重要标识，在古今中西之争的处境下，非但没有离去，且以不同的方式、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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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态持续在场。冯契正确地指出，佛学特别是唯识宗的复兴对现代中国哲学有

很大影响。但他仅就形式逻辑说，未免过于狭窄。① 实际上，康有为、谭嗣同、

章太炎、梁漱溟、熊十力思想中的佛学性都远非单纯的逻辑学兴趣。后三人都

运用并改造唯识学而建构自己的哲学体系，可以说都有自己的 “新唯识论”。梁

熊二氏被冯友兰归入现代哲学 “心学”一系，这给了我们充足的理由将之与明

儒对照。实际上，唯识学就是作为心学的义理资源对他们发用的。刘王用唯识

学清理并走出了陆王传统，而梁熊反而用唯识学 “接着陆王说”。后期熊十力虽

然试图超越单纯的唯心论，但与船山相比不可谓成功。由于无法从心学中彻底

转出，现代中国哲学里便缺少唯气论这一系，甚至气论都无法得到恰当理解。

以下分述梁熊二氏。

冯友兰对梁漱溟概括了三条：首先，梁氏与熊氏同属心学。且心学一系冯只列

此两家。其次，梁对陆王是接着讲，而非照着讲。主要理由是梁用直觉、情感解说

孔子的仁，其清晰超过前人。② 最后，梁熊虽同属心学，但冯对两家写法有别，梁

被放到新文化运动一脉，与李大钊、胡适等同观。这样区隔的理由是，梁的主要贡

献在于文化哲学与历史哲学，而熊则有宇宙论、体用论等。这些概括大致不差，但

仍有必要推进。

对梁漱溟的 “接着讲”要做更精细的辨析。从梁氏一生看，此有三层含义。其

一是冯友兰点出的用 “直觉”、情感去解说 “仁”。其二是梁氏以此为原理，衡定东

西文化差异。后一层冯氏亦看到，但没有将之与第一层联系起来。这两层是不可割

裂的。冯友兰为论证第一层所引的文本，就是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二层次的工

作，更是在现代思想处境下，把心学直接推进到了文化与历史哲学。与之可对照的

是，熊十力推进到了本体论与宇宙论。更重要的是第三层，梁氏与古代心学家一样

重视工夫，且有其 “工夫论”。梁之所以不像熊那样讲 “性与天道”，只讲伦理、礼

制、社会，与他工夫论的见地分不开。梁氏在以上三层对心学都有接续。其中，义

理架构与工夫论尚在心学可以理解的范围。文化哲学则与其说是推进，不如说是开

拓，是心学之全体在现代处境下的大用。与明末诸儒可对照的是，梁学的义理架构

并非直接取自 “陆王心学”，而是唯识学。其工夫论则别有师承，对朱子阳明都有吸

取有批评，不期然更接近蕺山。

正如冯友兰正确指出的，梁漱溟心学的基本概念是 “直觉”“情感”。此一系列

概念后演变为 “理性”，但与之所对立的始终是冷静计算、关涉物理之 “理智”。但

冯氏未曾点出，此一系列概念之所出，是唯识学；之所归，一方面是梁氏独有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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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哲学，另一方面是他的工夫论。其成名作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义理架构并非
陆王心学，而是唯识学。

梁通过唯识学的 “非量”概念，转出 “直觉”“情感”。① 这项工作对于梁漱溟
至关紧要。柏格森的 “直觉”只是其唯识学突破的转语。梁指出，唯识家只主张现
量 （他解为 “感觉”）与比量 （他解为 “推理”）。“非量”是那些既非现量亦非比
量的伪似认识，在唯识学中是要排除的。梁氏此间对唯识做了重大修订，肯定了非
量在认识与生活中的作用。既然取其积极面，也就不再使用 “非量”之名，而改用
“直觉”。仁、情感、包括中后期的理性概念，其渊源都是 “非量”。此一系列基本概
念源于对唯识的改订，可以说这就是梁漱溟的 “新唯识论”。

唯识家讲 “非量”时，往往以 “瓶”为例。对瓶子本身 “实存”的断定，就是
非量。它是似现量，也就是看起来被前五识感觉到的，实非如此。例如，眼识的现
量只有 “白”，身识的现量只有 “硬”，其中均无瓶相可得。瓶只是意识所执的共相，

不是真正的现量。但同时它也不是真正推理的结果，所以又是似比量。梁氏所云的
意味、情感 （包括仁），都以唯识学所说的非量乃至遍计所执性为前提，大大拓展了
非量的范围。这也是梁氏论衡东西文化的心学前提。简单地说，印度文化偏重现量。

西方文化的科学，偏重比量，但同样需要承诺实在性的非量。他实际上认为，以儒
家为主干的中国文化偏重非量。

梁漱溟对非量的运用虽然偏于伦理与审美，但其基础仍然是 “实存”或 “实在”

判断。最基本的非量、最普遍的遍计所执，就是对实在性一般、世界整体乃至宇宙
实体的断定。儒学与佛学论战的哲学关键是在本体论上建立诚体、实体。这就要求
在认识论 （量论）上肯定实在性。这当然不是以经验的方式去逐个肯定事物，而是
要先于诸法，先于经验肯定最基本、最普遍的实在性。这才是真正的 “遍计”。上文
提到船山的 “大其心”，蕺山的 “信”，都是如此。梁漱溟直接拨转量论，在认识论
与本体论的关系上，比这几家表达得更加明确，而立意更近蕺山。与蕺山一样，梁
氏的这个见地同样可在工夫论上得到印证。②

与明末大儒有别的是，梁氏虽也从唯识学转出，但只是抓住了实在性，借之从
佛家心学转到儒家心学，并未以气论为归。如果说，偏于工夫论、文化哲学的梁漱
溟未涉气论不无理由的话，那么以本体论、宇宙论为主要关切，十分重视船山的熊
十力哲学何以也是如此，就颇可玩味了。

在迄今为止的研究论述中，仍属冯友兰对熊氏体系的概括较为精到，值得追问。

首先，冯氏分明知道，心物并非熊氏之学的最高范畴，但又将其体系评为心学，是
何缘故？其次，冯氏认为，熊氏哲学的中心思想是 “体用不二”，意思就是 “现象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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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本体”。但又说，熊氏在体用不二之外，又主张性相一如 （本体与现象一如），①

两处说法，如何协调？最后，冯氏在讲了熊氏体用论之后，又单辟一节讲宇宙论，

但内容还是全体大用，这是怎么回事？这些问题的关键是，熊氏的 “心学”与体用
论、宇宙论的关系是什么？

对此，本文以为，冯友兰的大判断不可动摇，熊学的一贯精义就是体用论，只
不过前后期形态有所不同。体用论的最高概念是实体或本体，不是心。本体之被述
为心，应归咎于 《新唯识论》（简称 《新论》）的偏向，《体用论》的意图之一就是
矫正这个倾向。体用论对心物问题的解决及其与唯气论的关系，才是本文的关切。

《新论》宗旨是从唯识学中化出的。就本体言为 “恒转”，就动势言为 “转变”，

熊简称为 “变”。② 变则必具翕辟。恒转与转变，就是 《新论》的体与用，但在名目
上仍因袭唯识。恒转之名出于 《唯识三十颂》。《成唯识论》释为：“阿赖耶识……非
断非常，以 ‘恒转’故。‘恒’谓此识无始时来，一类相续，常无间断…… ‘转’谓
此识无始时来，念念生灭，前后变异，因灭果生，非常一故，可为转识熏成种
故。”③ 大意是说，旧种 （因能变）现行 （果）时即灭，现行 （果能变）复熏新种。

这既解释了唯识系经典 《解深密经》的 “一切种子如瀑流”说，也解释了般若系论
典 《中论》的 “非常非断”说。此间要害就是种现关系。熊十力不取种现学说，唯
取 “非常非断”义解释变化之体。这是他的创造性误解之一。

转变，原是现起之义。非但 “转”，玄奘所译之 “变”，亦是显现义。④ 熊氏去
“转”留 “变”，又释变以翕辟，实际上已经用变生、变成替换了显现义。这是他的
创造性误解之二。恒转、（转）变的原义就是种子现行关系，也就是熊氏眼中护法系
统的体用关系，这就是 《新论》要摧毁的主要目标。

熊十力攻击护法实不见体，有两个理由，第一是立了真如、种子双重本体。这
个批评涉及中国佛学史的老问题，不必多说。第二个理由则是 《新论》的要害：熊
氏不许因与果、隐与显、种子与现行为两个世界。立两个世界就是体用断裂。唯识
学主张识体变现相分等，识境不平等，一有一无，一真一妄。但此不对称基于因果，

功能 （种子）就是因缘。熊氏只以功能为体性，不立其为因缘，遂以 （本）体 （势）

用替代了因果。这是他改造唯识学的基本出发点。

在佛学议题上主张境识同体，本无内外，这就是从唯识无境翻转出来的性相一
如，即此就是 “新唯识论”了。但熊氏还有下一步。既然种现不二，现象就是本体，

那也就无所谓呈现，而只有变化。这就从性相一如推到了体用不二，就已超越唯识，

进入易学了。这与术语上废转存变是一致的。这样一来，心物问题就不再限于识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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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心色。越乎 “唯识”，进入 “唯变”之后，心物问题也就从如何体物推到如何主变

成物了。这就是 《新论》与后期哲学的相续之处。在本体论上解决心物问题，就是

将之推到变化。于是心与物各解为辟与翕，既刹那不住，又彼此相系、不可割裂。

公允地说，《新论》的本体就是翕辟之恒转，而不只是心。但熊氏又说，心更能代

表、表现本体。① 心物虽皆非本体，但并不平等。这确是唯心论、乾一元论的残余。

学界据此称之为心学，并非空穴来风。从这一点看，《新唯识论》可谓从佛家心学转

到儒家心学，与梁学同一地步。

不过，此偏心倾向到后期有明显改观。无论 《新论》，还是后期的主要著作，都

有回应佛学和西学 （哲学、科学，乃至政治）的双重意图。这与梁漱溟的成名作也

是一致的。越到后期，熊十力回应西学的动机越明显。彼时他谈的心物，基本脱离

了佛学语境，而通乎精神物质。熊氏后期代表作依托易学。其主旨从唯识之变 （现）

转为易学之变 （易）。唯识之 “相”遂转为易学之 “象”。问题在于，传统易学家无

论义理派还是象数派，都不太可能绕开气学。熊氏虽回佛向易，却完全没有接受气

论，而是更欣赏心学的 《己易》之类。这是熊氏易学的独到处，也是本文讨论熊学

的入手处。

熊十力后期哲学要义不外这样几点。首先是体用不二。实体完全 “变成万有不

齐的大用，即大用流行之外无有实体”。② 这里讲的是变成，不是变现。“现象”是
“用”，不再是 “相”，而是万有 （万物）、宇宙。对于体用一如的本体来说，本体

论与宇宙论也是一如的。体用不二，就是实体与万物不二，本体与宇宙不二。万

物之外，没有独存的实体。这是反对用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的生起论解释体

用，与蕺山、船山一致。其次，实体是一元，但并非独一。一元实体就是宇宙变

化之自身，变化是因为有内部矛盾，即乾坤。到这一步，体用论就非成为易学不

可。乾主导、开辟，坤承变、成物。乾坤是二性，不是二体。船山易学主乾坤并

建，熊氏讥之为二元论。熊氏以为二性相合，一翕一辟，乃绝不可分之两面。乾

就是心，坤就是质与能 （力）。故心物只是本体之二性，各自均非本体。唯心论与

唯物论皆是割裂乾坤，未见真元实体。与 《新论》相比，其晚期著作加强了对唯

心论的批评。最后，一元藏于万物、遍在万物，故万物皆如一元实体那样，有乾

坤两面，刹那刹那，不断生灭。此本乎华严理遍于事之说，而熊谓来自 《系辞》

“显诸仁藏乎用”。③

熊十力解 《易》，必定会遭遇气论传统。熊氏对元气等绕不过去的易学概念，一

概以坤道也就是物质或质力解释，晚期甚至解为 “气体”。这就带来了不少混乱。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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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新论》将蕺山的独体作了心的解释，且拔高为实体，不顾蕺山独体中的气论内
涵。《体用论》又反过来批评蕺山受到明代 “唯物论”的影响，不及蕺山的心学内
涵。《体用论》里说，郑玄主张 《乾凿度》的 “太初”（气之始）是坤道。且不说郑
玄并无此意，《乾坤衍》里又说，《乾凿度》的 “太素”（质之始）是坤道。① 熊氏不
顾 《乾凿度》对气与质的明确区分，把质与气都统合到坤里去，这与他反对的学派
把气等同于质料、把唯气论看作唯物论，并无二致。

比这些更严重的是易理上的问题。其中最严重者，是说万象 （万有）都有乾
健坤顺两个方面，都是乾辟坤翕、心主导物。这在易学上说，是把乾坤与其他六
十二子混淆了。后者是都有阴阳两个方面 （而非都有乾坤两个方面），未必都是阳
主导阴。这就合理解释了万有之 “不齐”。熊氏哲学承认万物之不齐，但按其 “一
元实体含藏于万物”的学说，无法圆满地解释 “不齐”。万物本体都是一翕一辟，

同一刹那，方有凝翕势用 （名之曰物），便有开辟势用 （名之曰心）。试问万物都
如此，如何 “不齐”？万物都如实体一般，心的方面主导物的方面，怎么可能有无
机物与精神物的差别？熊氏要么说只能讲前者已含藏了心的一面，只是没有显现；

要么说万物之自身才是实体 （如沤的自身是海水），而非万物直接等于实体 （即万
物并不等同于其自身）。这两种遁词实际上都重新恢复了他不断攻击的现象与本
体、潜在与显现的区别，摧毁了自己体系的出发点。简言之，熊氏只要说实体是
心主导物，又承认作为大用的万物是不齐的，并非都是心主导物，那么他的体用
一如论必破。

与船山相比，熊氏只有 “乾坤衍”，没有完整的易学。除了乾坤翕辟，他无法解
释其他不齐的六十二卦。正如船山指出的，其他六十二卦的义理不是翕辟，而是阴
阳的相感、絪氲。与乾坤二卦的健顺关系相比，这些絪氲、相感有其本质上的不确
定性，其原理不是 “一”，而是阴阳这对 “不定的二”。由 “不定”或者说 “气化”，

才有 “不齐”之万有，乃至 “未济”之流行。正如研究者指出的，被熊十力指摘为
二元论的 “乾坤并建”说才是船山能恰当解释万物不齐的根源。②

显然，二元论是熊氏对船山的误解，也是他回避唯气论的重要理由。上文已
示，船山在本体论上既非二元论，亦非单一本体论，而是气本体之一，与气流行
之二的统一。乾坤并建、阴阳相感不是船山易的全部原理，还要加上 “太虚即
气”。有学者以二重体用解释这两条原理，本文则将此二重再次统合。真正的本体
是一与二的统一，如此方能真正体用一如、遍在万物，既可解万物的同一性，又
可解其不齐性。熊十力的本体只有 “一元”层次 （这一元即使内含翕辟之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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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过于确定，仍是 “执一”），缺少真正的 “不一”层次，无法抵达万物的不同阶
次，无法解释宇宙气化与心性工夫的必要性。万物在本体论上承担实体如此容易，

故能导致工夫论上的现成良知论与外王学上群龙无首的无政府论。与梁漱溟一样，

熊十力从佛家唯心论中翻转出来，但未能走向唯气论。他虽想糅合阳明、船山，

声称找到了超越心物的无对实体，其后学仍不免回到心性之学的老路上。

不过，现代 “心学”一系虽然错过了气论，但仍有可能重启通向新气论之路。

上文已示，从心学到气论的契机，在熊十力那里不无踪迹可觅。熊氏易学的吃紧
处是乾元与坤元的同一性，但他未像船山那样将之理解为气自身的统一性，而是
解为心与物 （质与力）之间的一元性。但在解坤为质力统一的同时，他也将乾解
为生命力。换言之，熊十力不自觉地说出了正确的东西———乾坤的原初同一性就
是 “力”。乾坤、翕辟乃至心物，只是同一力的不同性状而已。对力的这种绝对化
见地，就是明末唯气论对气的理解。熊十力使用 “力”概念，本就包含会通中西
的意图。在西方哲学的诸概念中，“力”或 “能”，确实是对 “气”最贴切的译解。
“气”概念的外文译名中，最早的德译为 Ｗｉｒｋｕｎｇｓｋｒａｆｔ，① 其字面意就是活力。此
译名有明显的莱布尼兹色彩。从气论传统看，莱氏单子首先是一气的自限与凝成，

是兼有神用的气质之性。总之，现代中国哲学也完全可以激活气论传统，以回应
当代西方哲学。这不但是在重写中国哲学史，更是对中国哲学本身的续写，是当
代中国哲学为理解当代中国和世界提供的重要准备之一。

〔责任编辑：莫　斌　蒋净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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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小野泽精一、福永光司、山井涌编：《气的思想———中国自然观与人的观念的发
展》，李庆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５０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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